
 

 1 

汛末长江中下游主要营养盐输送特征 

及支流水系贡献 

俞洋
1，2，3

 王丹阳
1，2

 汤显强
1，2

 黎睿
1，21

 

(1．长江科学院流域水环境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10; 

2．长江科学院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科学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 430010; 

3．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态环境工程研究中心，北京 100038) 

【摘 要】：为分析长江中下游氮、磷、硅等营养盐的输送特征及洞庭湖、汉江、鄱阳湖对干流营养盐输送的贡

献，于 2020年 9月自三峡坝前至河口及洞庭湖、汉江、鄱阳湖长江入汇口沿程采集水样，测定氮、磷、硅等营养盐

浓度并分析沿程变化趋势，计算总氮、总磷和溶解硅通量及主要支流贡献。结果表明：长江中下游总氮浓度沿程下

降，在 1.23～2.32mg/L间波动，溶解态占比超过 95%;总磷浓度沿程上升，在 0.01～0.08mg/L间波动，以颗粒态为

主；溶解硅浓度在汉口断面突增，三峡坝前-汉口江段均值为 5.52mg/L,汉口-河口江段均值升高为 10.8mg/L。总氮、

总磷、溶解硅通量均沿程明显上升。洞庭湖、汉江及鄱阳湖对干流营养盐输送贡献较大，其中洞庭湖对总氮、总磷、

溶解硅输送通量的贡献分别达到 163.2%、67.9%、23.6%,但其汇入后干流水质类别未发生明显变化。洞庭湖、汉江

及鄱阳湖汇入后干流水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波动范围在-12.72%至 7.85%。本研究有助于了解长江中下游营养状态及

支流湖泊对干流的贡献，为中下游水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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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0a来，长江流域经济快速发展。截至 2016年，长江经济带区域耕地面积达到 4493.36万 hm2,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33.3%,

人口总量占全国总人口的 43.03%[1]。随着经济的发展，长江流域工农业废水排放量急剧增加，2018 年长江经济带废水排放量超

过全国总量的 40%[2]。在气候变化及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双重影响下，营养盐输送发生剧烈变化[3]。过量的营养盐诱发水体富营养

化，使藻类爆发式生长，形成水华。水华的爆发会使水体透明度下降、溶解氧降低，继而导致水生动植物死亡、水体腥臭，严重

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和流域经济发展[4,5]。随着国家对长江流域点源污染整治力度的提升，面源污染成为长江营养盐的主要来源，

在汛期极易随着地表径流进入干流
[6,7,8]

。同时，由于颗粒态磷(Particulate Phosphorus,PP)是总磷(Total Phosphorus,TP)主要

组成部分，受含沙量影响较大[3],且 2020年长江干流各水文控制站汛期输沙量均占全年输沙量 80%以上[9],因此，对汛期来水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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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干支流营养盐的监测极为重要。 

近年来对长江干、支流营养盐的研究发现，长江上游水质优于中下游，干流近 40a来水质逐渐好转，并在近 10年内保持稳

定，支流水质总体也有所改善[10,11]。彭福利等[10]利用 2006～2015年 82个断面水质数据，分析了三峡库区长江干支流营养盐浓度

的变化趋势，发现总氮(Total Nitrogen,TN)、TP浓度时间上总体呈上升趋势；陈善荣等[11]对近 40年长江干流水质的变化展开

了研究，发现高锰酸盐指数(CODMn)、氨氮(NH3-N)和 TP 浓度均逐年下降，但近年来长江干流断面中 TP 的污染程度高于 CODMn 和

NH3-N。长江营养盐输送特征也是长江流域研究热点之一，沈志良对 1997 年枯水期及 1998 年丰水期氮[12]、磷及硅[13]的输送特征

进行分析，发现枯水期支流及湖泊贡献了超过一半的营养盐通量，丰水期磷及硅通量大部分由干流贡献；娄保锋等[14]研究了长江

干流水质变化和 TP、NH3-N通量变化，发现 2013～2018年间 NH3-N通量明显下降，2017～2018年 TP通量较 2001～2002年降低；

江涛等
[15]

于 2006 年对长江攀枝花以下干流溶解态无机氮(Dissolved Inorganic Nitrogen,DIN)、磷(Dissolved Inorganic 

Phosphorus,DIP)研究发现，长江 DIN、DIP 通量变化主要受径流量控制。目前，对长江流域 Si 的研究较少，李茂田等[16]研究

1958～1983年长江大通站溶解硅(Dissolved Silicon,DSi)发现，DSi通量在 50年内呈下降趋势；冉祥斌等[17]发现 2006年长江

干流 DSi通量在三峡坝后沿程上升；王昊等[18]研究发现，1958～2014年 DSi通量的变化主要是由 DSi浓度引起的。 

长江营养盐一部分来源于干流沿程的累积，另一部分则来源于支流及湖泊的汇入
[12]
。尽管支流对干流营养盐及营养状态存

在较大的影响，但大部分针对长江营养盐的研究在空间尺度上集中于某个河段，缺乏对中下游干流、主要湖泊及支流的整体分

析。同时，N、P、Si的浓度变化直接影响了硅藻等浮游生物的生长状态[19,20],但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 N、P对水质的影响，鲜有同

时对 N、P、Si进行分析的工作。 

基于此，本研究于 2020年 9月在长江中下游干、支流和湖泊设置采样断面，测定沿程 TN、TP及 DSi(以 SiO2计)浓度，研究

其沿程变化趋势，计算长江干流营养盐通量并分析其输送特征，探究支流对营养盐通量及水质的影响，并借助综合因子评价法和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分析了长江中下游水质状况，判断了水体主要污染因子及营养状态。 

1 研究区概况 

本次研究沿长江干流设置采样断面 22个，并在主要支流洞庭湖、汉江、鄱阳湖的长江入汇口设置采样断面，断面分布如图

1所示，采样时间为 2020年 9月。 

 

图 1长江中下游采样断面分布 

2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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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样品采集与指标测定 

样品使用 5L 有机玻璃桶装采水器在水面 0.5m 以下采集，现场使用多参数水质仪(YSIEXO2)测定水温、pH、氧化还原电位、

电导率、浊度及溶解氧(Dissolved Oxygen,DO)浓度。样品保存于 1L聚乙烯塑料瓶中，并于装有冰袋的保温箱中保存及运输，并

在七日内送至实验室测定。 

样品各项指标的测定均依照现行相关标准，TN、溶解态总氮(Total Dissolved Nitrogen,DTN)使用过硫酸钾氧化-紫外分光

光度法测定[21],硝态氮(NO3-N)使用紫外分光光度法[22],亚硝态氮(NO2-N)使用 N-(1-萘基)-乙二胺光度法[23],NH3-N 使用纳氏试剂光

度法测定[24]。TP、溶解态总磷(Total Dissolved Phosphorus,DTP)使用过硫酸钾消解-钼锑抗分光光度法[25],DSi使用钼蓝分光光

度法
[26]

,叶绿素 a(Chl-a)使用丙酮提取法测定
[27]
。 

2.2数据分析与处理 

2.2.1统计分析 

使用 SPSS25 检验营养盐浓度沿程变化趋势、各河段间浓度差异及各要素间相关性。趋势性分析中 Si.>0.05 时认定该营养

盐沿程有增加或降低的趋势显著，Sig.<0.05时则无显著趋势。差异性检验首先采用 K-S检验方法检验数据正态性，若数据呈正

态分布则采用 t 检验，非正态分布则采用 Mann-WhitneyU 检验方法，多组独立样本则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Sig.<0.01 时

存在极显著差异，Sig.<0.05时存在显著差异，Sig.>0.05则不存在显著差异。相关性分析同样需先检验数据正态性，若服从正

态分布则采用 Pearson 相关性检验，若不服从则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检验。Sig.<0.01 时相关性极显著，Sig.<0.05 时相关性

显著，Sig.>0.05时不显著相关。 

2.2.2营养盐通量计算 

营养盐通量计算式为： 

 

式中：F 为营养盐通量，单位为 kg/s;C 为采样断面营养盐实测浓度，单位为 mg/L;Q 为各采样断面流量附近水文站当日流

量，单位为 m3/s。 

2.2.3综合水质标识指数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以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法为基础，判断各因子浓度对应的水质等级并计算得分，利用整组水质因子得

分计算综合水质得分，分析主要污染因子，评价水质等级，并判断支流对干流水质的影响。该方法可对水质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评

价，同时由于综合考虑各水质因子，避免了因个别较差水质因子而否定综合水质，能够科学判断河流水质情况[28]。 

本文中选用 DO、TN、TP、NH3-N四项指标作为水质因子进行计算，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29,30]。 

2.2.4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基于 Chl-a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he comprehensive trophic level index,TLI)在河流、湖泊的富营养化状态评价中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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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广泛，是衡量水体营养状态的重要指标，可用于评估干流营养状态及支流湖泊对干流营养状态的影响，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

[31]。 

取 Chl-a及 TN、TP为参数，对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汉江、鄱阳湖长江入汇口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进行计算。对 Chl-a、

TN、TP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干流各参数间相关系数，分别为 1、0.644、0.85。汉江、洞庭湖、鄱阳湖则采用前人研究中所得

相关系数[31],分别为 1、0.82、0.84。 

根据该指数可将水体分为不同营养状态[31],TLI≤30 时为贫营养状态，30～50 为中营养状态，50～60 为轻度富营养状态，

60～70为中度富营养状态，70～80为重度富营养状态，>80则为异常富营养状态。 

3 结果 

3.1水体理化性质 

各采样断面实测水温、pH、氧化还原电位、电导率、浊度及 DO 浓度如表 1 所示。长江中下游水温处于 22.74℃～25.4℃之

间，水体呈弱碱性，氧化还原电位在 179～245.6mv之间。电导率除在鄱阳湖口较低(28.71μS/cm)外，其余断面较为稳定，均值

为 300.92μS/cm。上海断面浊度较高，达到 303.25NTU。DO 浓度均值为 7.42mg/L,达到Ⅱ类水标准，接近Ⅰ类水标准 7.5mg/L,

含氧量较高。 

3.2营养盐浓度 

长江中下游的 TN浓度沿程显著下降，由坝前的 2.34mg/L 下降至东滩的 1.40mg/L,沿程趋势如图 2所示。断面 TN 浓度在螺

山和彭泽断面下降明显，分别由君山的 2.16mg/L 下降至螺山的 1.5mg/L、由九江的 1.67mg/L 下降至彭泽的 1.24mg/L。TN浓度

均值由坝前-君山的 2.03mg/L下降为螺山-九江的 1.63mg/L,又继续下降为彭泽-东滩的 1.46mg/L。洞庭湖口、鄱阳湖口 TN浓度

分别为 1.31和 0.58mg/L,分别为汇入前干流浓度的 62.4%和 34.7%。汉江 TN浓度为 1.73mg/L。DTN是长江中下游 TN的主要组成

部分，几乎在所有采样断面占比都达到 95%以上，而颗粒态氮(PN)含量大多不足 5%。DTN和 PN沿程波动趋势与 TN类似，浓度明

显下降。 

各断面 TN组分浓度如图 3所示。NO3-N为长江中下游干流中 DTN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部采样断面浓度均占 DTN一半以上，

在沙市和监利断面超过 90%。NO2-N在水体中含量较低，超过一半断面浓度几乎接近于 0。NH3-N浓度在三峡大坝附近及武汉、上

海处浓度较高。 

表 1各采样断面现场数据 

采样断面 水温(℃) pH 氧化还原电位(mv) 电导率(μS/cm) 浊度(NTU) DO(mg/L) 流量(m3/s) 

坝前 24.35 7.96 191.3 348.5 30.10 7.28 26500 

黄陵庙 23.85 8.12 208.8 348.4 40.90 7.47 26800 

宜昌 24.53 8.34 181.5 354.9 59.12 8.19 27800 

枝城 23.90 8.02 220.1 350.9 51.00 8.04 28700 

沙市 24.96 8.19 194.2 360.1 48.10 8.29 2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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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利 25.15 8.15 203.4 342.5 50.67 7.67 23200 

君山 23.29 8.17 199.2 338.3 38.45 7.94 / 

洞庭湖口 23.76 8.16 202.1 223.4 15.40 7.25 16100 

螺山 23.80 7.95 210.5 240.9 27.54 7.28 40000 

杨泗港 24.09 8.01 209.2 304.1 40.12 7.41 / 

汉江 23.60 7.84 231.3 375.6 10.85 6.60 681.6 

汉口 23.84 7.81 245.6 325.3 22.26 7.27 44300 

黄石港 23.67 8.17 192.5 304.9 41.25 7.32 / 

中官铺 22.74 7.95 209.7 272.4 33.45 7.14 / 

九江 23.58 8.01 207.5 303.4 37.88 7.26 41600 

鄱阳湖口 23.63 8.06 197.3 128.7 7.01 7.53 4690 

彭泽 23.92 7.98 179.0 253.8 24.66 7.29 / 

安庆 22.94 7.98 207.7 281.1 43.93 7.35 / 

大通 23.60 7.81 233.8 271.2 25.61 6.86 50000 

芜湖 24.01 8.20 195.5 285.7 33.27 7.38 / 

南京 24.37 7.98 192.8 290.9 34.52 7.30 / 

镇江 23.38 8.03 201.7 292.7 46.16 7.28 / 

南通 24.25 8.15 208.6 291.9 30.30 7.64 / 

上海 25.40 8.10 204.7 327.3 303.25 7.10 / 

东滩 25.33 8.13 203.1 306.2 54.35 7.36 / 

 

 

图 2 2020年 9月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体悬沙、总氮及各形态氮浓度沿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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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浓度沿程波动上升，由坝前的 0.06mg/L上升至东滩的 0.19mg/L,变化趋势如图 4所示。沙市、九江、安庆、南京、镇江、

上海断面 TP浓度较高，上海断面浓度远超其他断面。颗粒态磷(PP)在 70%采样断面含量占 TP浓度的一半以上，同样沿程波动上

升，并在上海采样断面浓度最高。DTP 浓度在汉口-中官铺连续上升，并在镇江和上海两地突然上升，其余沿程变化趋势与 DTN

十分相似。 

DSi 浓度在三峡坝前-杨泗港河段较为平稳，均值为 5.53mg/L,而汉口采样断面 DSi 浓度突增至 10.56mg/L,汉口-东滩河段

DSi 浓度均值为 10.71mg/L,汉口断面前后河段 DSi 浓度差异极显著，沿程趋势如图 5 所示。洞庭湖、汉江及鄱阳湖长江入汇口

DSi浓度分别为 5.69、11.62及 9.45mg/L。 

 

图 3 2020年 9月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体总氮各组成成分 

 

图 4 2020年 9月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体悬沙、总磷及各形态磷浓度沿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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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0年 9月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体悬沙及溶解硅浓度沿程分布 

4 讨论 

4.1营养盐浓度变化 

TN 浓度在螺山、彭泽两断面明显下降。坝前-君山、螺山-九江及彭泽-东滩 3 个河段 TN 浓度差异性极显著，螺山和彭泽断

面 TN浓度的下降是由于洞庭湖及鄱阳湖汇入的 TN浓度均较汇入前干流更低，且两湖流量较大，9月平均径流量分别占长江干流

的 52.48%和 16.63%[32],大量低营养盐浓度水的输入直接稀释了长江干流中 TN 的浓度。TN 浓度变化与含沙量(SS)无显著相关性

(p=-0.107,Sig.=0.636)。 

NO2-N 浓度较低是由于还原性较强，在富氧水体中极易被氧化为 NO3-N。除去东滩采样断面，其余断面 NH3-N 浓度与 SS 显著

正相关(p=0.463,Sig.=0.034),这可能是泥沙吸附 NH3-N 后的释放行为导致的[33]。同时，NH3-N 主要来源于工业污水及生活污水，

其中生活氨氮排放量占比达 70%[34]。武汉及上海 2019年末户籍人口分别达到 884和 1462万人，地区生产总值(Gross Regional 

Product,GRP)也高于长江中下游其他城市
[35]

。两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及较高的人口数量可能是 NH3-N浓度较高的主要原因。监测到

NO2-N的断面 NH3-N含量均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由于氨氮在 20℃～30℃碱性富氧水中易发生硝化反应，生成中间产物 NO2-N
[36]。 

1998年长江干流宜昌段 TN各组分中，NO3-N占比 53%,NO2-N、NH3-N各占比 0.06%、4.17%,溶解态有机氮(Dissolved Organic 

Nitrogen,DON)占比 26.78%,PN占比 15.99%[12]。与本次研究对比发现，宜昌段 NO3-N含量明显上升，已达到 TN总量的 76.8%;NH3-

N 略有上升，现占比 9.31%;DON、PN 含量下降，目前各占比 10.89%、9.31%;NO2-N 含量基本没有改变。分析其比例变化的原因，

一是由于 NO3-N、NH3-N主要来源于农业和生活污水，而湖北省化肥施用量由 1998年的 262.2万 t上升至 2017年的 317.9万 t
[37]
,

同时，人口的增长也导致了生活污水排放量的上升，从而导致 NO3-N、NH3-N含量升高；二是 DON主要来源于工业废水，而近年来

工业废水管控愈加严格，排放量降低，可能导致其含量下降；同时，三峡建成蓄水后，拦截了大量泥沙，部分颗粒态营养盐随之

滞留[38],PN含量下降，各形态氮比例也随之发生变化。 

PP、TP浓度均与 SS显著正相关(p1=0.658,Sig1.=0.002;p2=0.434,Sig2.=0.043),这是由于 PP易被悬浮泥沙吸附[3],且 PP是 TP

的主要组成部分，对 TP沿程变化影响明显。上海经济发展较沿线其他城市更为迅速，大量城镇污水及工业污水的排放可能导致

其采样断面 TP浓度较其他断面更高[39]。汉口处 DTP浓度的升高一定程度上受到支流汇入的影响，汉江浓度为 0.04mg/L的 DTP汇

入干流后，干流 DTP浓度由螺山的 0.02mg/L上升至汉口的 0.06mg/L。 

汉江长江入汇口 DSi 浓度约为汇入前干流浓度的 2 倍，其汇入可能是干流汉口断面 DSi 浓度上升的原因之一。同时，长江

流域硫酸岩自上游至下游风化程度增加 [40],也可能导致 DSi 浓度的变化 [41]。DSi 浓度变化与 SS 无显著相关性(p=-

0.091,Sig.=0.685)。 

DSi 浓度沿程变化趋势与 DTN、DTP 存在明显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氮磷的主要来源为农业养殖、化肥施用、工业排放及城镇

生活排放[1,42],受人类生产生活影响较大，而硅肥施用及硅产业发展目前对河流中 DSi 浓度影响有限，故 DSi 浓度波动较小，受

自然条件影响也更为明显。 

4.2营养盐通量变化 

TN通量由坝前的 61.9kg/s上升至大通的 74.9kg/s,洞庭湖、汉江、鄱阳湖分别贡献了 163.2%、9.1%和 20.8%。洞庭湖的贡

献超过 100%是由于监利-螺山段干流 TN 通量受浓度下降影响明显，尽管支流大量汇入且河段流量明显上升，通量增加较小。基

于同样的原因，洞庭湖向干流输送了 21.1kg/s的 TN通量后，干流 TN通量仅上升了 14.2kg/s。鄱阳湖向干流汇入了 2.7kg/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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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对九江-大通段区间贡献率达到 50.9%。汉江 TN 通量为 1.2kg/s,汇入干流后干流通量却增加了 12.9kg/s,该段通量上升主要

是由于干流流量和 TN浓度的增加。 

对氮通量的研究显示，长江干流 1998 年丰水期宜昌断面 TN通量为 92.8kg/s[12],8 月大通断面 TN 通量为 108.1kg/s[43],本次

研究中则分别仅为 54.4和 74.9kg/s。可以发现长江 2020年 N 通量较 1998 年下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 1998 年长江特大洪水，

流量较大，输送的营养盐更多。 

 

图 6 2020年 9月长江中下游 TN、TP及 DSi通量沿程变化 

TP通量沿程明显上升，由坝前的 1.6kg/s上升至大通的 3.3kg/s,其中洞庭湖、汉江、鄱阳湖分别贡献了 67.9%、3.5%和 9.8%。

长江干流在洞庭湖汇入后 TP 通量减少了 0.2kg/s,鄱阳湖汇入后则减少了 6.5kg/s。这是由于螺山断面的 TP 浓度较监利下降了

45.9%,大通断面更是较九江减少了 71.9%,TP浓度的大幅降低对干流的影响超过了流量的增大和支流的汇入。汉江汇入后长江干

流 TP通量增加了 0.3kg/s,汉江贡献为 20.8%。螺山-汉口段水体中 TP浓度变化不大，通量的上升主要原因为支流汇入和干流流

量的增加。 

本次宜昌、汉口、大通断面 TP通量处于以往研究所得通量波动范围内，多年间基本保持稳定。宜昌断面 TP通量在本研究中

为 1.4kg/s,在 1961～1990 年间约为 6.3kg/s,1991～2002 年间为 4.9kg/s,2001～2012 年间则下降至 0.9kg/s[44],但在随后几年

内又逐渐上升至 2018 年的 1.7kg/s[14]。汉口处 TP 通量则由 2001 年的 1.7kg/s 上升至 2016 年的 3.5kg/s,又在 2018 年降为

2.4kg/s[14],本次采样数据中汉口断面 TP通量为 2.9kg/s。大通断面 TP通量在本次研究中为 3.3kg/s,2004年为 2.9kg/s,2010和

2016年高达 4.4kg/s,后又下降至 2018年的 2.5kg/s[14]。 

DSi 通量由 140.2kg/s 上升至 528.1kg/s,增幅达到 276.7%,洞庭湖、汉江、鄱阳湖分别贡献了 23.6%、2%、11.4%。洞庭湖

DSi通量为 91.6kg/s,洞庭湖汇入后干流 DSi通量却只增加了 85.5kg/s,这是干流监利-君山段 DSi浓度下降导致的。汉江对干流

DSi 通量贡献仅有 3.2%,但其汇入后干流 DSi 浓度升高了 92.6%,是干流通量的增加主要原因。鄱阳湖对干流通量的贡献达到

85.6%。1998年干流宜昌段 DSi通量为 205.8kg/s[13],而本次研究则仅为 148.9kg/s,较 1998年下降了 27.6%。 

可以发现，洞庭湖对总氮、总磷及溶解硅的通量贡献都远大于汉江及鄱阳湖。这是由于各支流流量差异较大，洞庭湖流量明

显大于其他支流湖泊。采样期间洞庭湖流量达 16100m3/s,低于坝前-洞庭湖河段 38%,而鄱阳湖流量为 4690m3/s,较干流流量低 89%,

汉江更是仅有 681.6m3/s,与干流差距达到 98%。 

4.3支流汇入对干流营养水平的影响 

水质级别结果如表 2所示，其中 P为各指标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X1.X2为综合水质得分。经计算，长江中下游干流有 63.6%

的采样断面达到Ⅱ类水标准，31.8%的断面达到Ⅲ类水标准，其中绝大多数在中游河段。下游水质明显优于中游，但上海段为Ⅳ

类水体，东滩为Ⅲ类。2019年上海市 GRP达到 3.27×10
8
万元，远超过长江中下游其他城市

[35]
,排放入河的生产生活废水增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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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水质产生了影响。陈善荣等于 2019 年对长江干流 59 个国控断面监测显示[11],2019 年长江干流 59 个断面中 6.8%为Ⅰ类水，

89.8%为Ⅱ类，3.4%为Ⅲ类，对比发现长江中下游干流水质较 2019年略差。这与其他文献得出的结论产生了差异，究其原因，一

是由于本次采样并未采集上游河段数据，上游部分城市较下游发展缓慢，废水排放量更小，水质可能更好；二是由于仅分析了汛

末数据，长江主要受面源污染影响[6,7,8],枯水期部分指标浓度会优于丰水期，如 DIN通常在 5～8月出现浓度偏高的情况[15]。 

比较各项指标的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发现 PDO在 0.9～2.4间波动，各断面 DO含量均达到Ⅱ类水标准，并在宜昌-君山江段

及九江、南通断面达到Ⅰ类水标准；12 个采样断面 NH3-N 达到Ⅰ类水标准，芜湖、大通断面指数最低，为 1.0,9 个断面达到Ⅱ

类，东滩处 NH3-N略高，指数为 3.0,达到Ⅲ类水标准；TP指数在九江断面为 4.3,达到Ⅳ类标准，上海处为 6.4,处于劣Ⅴ类，其

余各断面均在 2.1～3.9间波动，处于Ⅱ类、Ⅲ类水级别；TN在所有断面都超过Ⅳ类水标准，最低指数为 4.5,13个断面 TN浓度

处于Ⅴ类，坝前、黄陵庙、监利、君山四个断面更是达到劣Ⅴ类标准，是长江中下游丰水期水质的最主要污染因子。 

表 2各采样断面水质级别 

采样断面 PDO PTN PTP PNH3-N X1.X2 水质级别 TLI指数 

坝前 2.1 6.2 2.5 2.6 3.4 Ⅲ / 

黄陵庙 2.0 6.1 2.3 2.3 3.2 Ⅲ 37.86 

宜昌 0.9 5.9 2.4 2.1 2.8 Ⅱ / 

枝城 0.9 5.8 2.1 1.5 2.6 Ⅱ / 

沙市 0.9 5.5 2.9 1.4 2.7 Ⅱ / 

监利 1.0 6.0 3.2 1.2 2.8 Ⅱ / 

君山 0.9 6.1 2.5 1.6 2.8 Ⅱ 41.78 

螺山 2.1 5.0 2.6 1.6 2.8 Ⅱ 46.56 

杨泗港 2.1 5.0 2.7 1.4 2.8 Ⅱ 43.32 

汉口 2.1 5.2 2.6 2.6 3.1 Ⅲ 46.66 

黄石港 2.2 5.8 2.9 2.0 3.2 Ⅲ / 

中官铺 2.2 5.3 2.6 2.1 3.0 Ⅲ / 

九江 1.0 5.3 4.3 1.5 3.0 Ⅲ 56.57 

彭泽 2.1 4.5 2.8 1.2 2.6 Ⅱ 49.41 

安庆 2.1 4.9 2.8 1.1 2.7 Ⅱ 53.86 

芜湖 2.4 5.0 2.6 1.0 2.8 Ⅱ 46.41 

大通 2.1 5.0 2.6 1.0 2.7 Ⅱ / 

南京 2.1 5.0 3.1 1.1 2.8 Ⅱ 50.46 

镇江 2.1 4.9 2.5 2.1 2.9 Ⅱ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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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 1.0 5.3 2.9 2.0 2.8 Ⅱ 47.42 

上海 2.3 5.0 6.4 2.8 4.1 Ⅳ 69.62 

东滩 2.1 4.8 3.9 3.0 3.5 Ⅲ / 

 

尽管洞庭湖、汉江、鄱阳湖对干流输送营养盐通量有相当大的贡献，但在洞庭湖、鄱阳湖汇入后，干流水质类别并未下降，

甚至在鄱阳湖汇入后水质类别上升，综合水质标识指数由 3.0下降至 2.6。这是由于两湖对干流通量的贡献以流量为主，营养盐

浓度较低。洞庭湖口综合水质评价指数为 2.6,与君山、螺山的 2.8基本持平，鄱阳湖口水质指数仅为 1.9,水质优于干流。汉江

综合水质评价指数为 3.5,汇入后干流水质由Ⅱ类下降至Ⅲ类，指数由 2.8上升至 3.1。 

计算中下游干流各采样断面 TLI指数发现，九江、安庆、南京、镇江处于轻度富营养化状态，上海处于中度富营养化状态，

其余断面均处于中营养状态。长江下游水质类别优于中游，但 TLI却更高，说明下游藻类生长较中游更旺盛。 

洞庭湖及鄱阳湖长江入汇口 TLI分别为 48.65及 47.32,即长江中下游两个重要湖泊均呈现中营养状态。汉江长江入汇口 TLI

为 46.05,同样处于中营养状态。有研究显示，1991、1992年洞庭湖 TLI分别为 29.02、29.88,处于轻营养水平。1993～2018年

则进入中营养化水平，2003年后 TLI开始超过 40,2015～2018年洞庭湖 TLI指数为 47.93[45],与本次研究成果基本相符。鄱阳湖

2009～2016 年 TLI 指数上下波动但差异不大，均值为 47.79。2011、2012 年均超过 50,达到富营养水平，其余年份均为中营养

水平，2016年 TLI指数最低，为 43.6[46]。结合本次研究数据来看，鄱阳湖营养状态多年间基本稳定，近年来有小幅度恶化趋势。 

可以发现，长江中下游干流 TLI 的变化受两湖一江的影响较为明显。洞庭湖及汉江 TLI 较入汇口前干流更高，汇入后干流

TLI均明显升高。洞庭湖汇入后干流 TLI由 41.8上升至 46.6,上升了 11.48%。汉江汇入后 TLI由 43.3上升至 46.7,上升了 7.85%。

鄱阳湖 TLI低于入汇口前干流，汇入后干流 TLI由 56.6下降至 49.4,下降了 12.72%。 

5 结论 

长江中下游 TN浓度沿程下降，以溶解态为主，主要成分为 NO3-N。TP浓度沿程波动上升，颗粒态为主要形态。DSi浓度在汉

江汇入后明显升高，后又保持稳定。TN、DSi浓度变化与 SS浓度无显著相关性，TP浓度则与 SS浓度显著正相关。TN、TP、DSi

通量均沿程上升。TN通量上升主要是受到流量增大的影响，TP和 DSi则同时受到流量增大和营养盐浓度升高的影响。 

长江中下游水质主要影响因子为 TN,干流水质以Ⅱ类水为主。九江、安庆、南京、镇江共 4个断面为轻度富营养化状态，上

海为中度富营养化状态，其余采样断面均呈现中营养状态，下游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整体高于中游。洞庭湖、汉江、鄱阳湖长江入

汇口均呈现中营养状态。 

支流汇入对营养盐通量和干流水质均造成了一定影响。由于洞庭湖流量较大，其汇入对干流通量贡献较高，对 TN、TP、DSi

通量贡献分别为 163.2%、67.9%和 23.6%。鄱阳湖对 TN、TP、DSi通量贡献分别为 20.8%、9.8%和 11.4%。汉江贡献相对较小，对

三类营养盐通量的贡献分别为 9.1%、3.5%和 2%。洞庭湖的汇入未对干流水质等级产生明显影响，汉江汇入后干流水质由Ⅱ类下

降为Ⅲ类，鄱阳湖汇入后干流水质由Ⅲ类上升为Ⅱ类。干流营养状态指数受支流及湖泊影响较为明显，洞庭湖汇入后指数上升了

11.48%,汉江汇入后指数上升了 7.85%,鄱阳湖汇入后指数下降了 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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